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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與學生的霸凌旁觀者 

行為之關聯：防禦動機的中介角色

洪惠嘉 劉奕蘭* 王承諺

本研究探討師生和同儕關係如何影響處理霸凌時的旁觀者行為，並分析自主與外在動機在其中的中介角

色。本研究的對象是高中生，預試階段共有227人參與，分別來自北部一所學校和中部四所學校；正式

階段則有448人參與，來自嘉義一所學校、苗栗三所學校和新竹一所學校。研究工具包括四個量表，分

別測量師生關係、同儕關係、防禦動機和旁觀者行為。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方式，探討各變項之

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當師生和同儕關係都良好時，學生能感受到正向情感支持，更不傾向助長霸

凌行為。同儕關係透過自主動機進一步與防禦者行為產生正向關聯，而師生關係則透過自主動機進一步

與局外者行為產生負向關聯。然而學生的外在動機並未在上述旁觀者行為中起到中介作用效果。本研究

探討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兩個社會支持環境是如何透過自主動機影響旁觀者對霸凌事件的處理方式，不

僅為霸凌相關研究提供新的視角，也為學校反霸凌工作提供實證證據和建議。

關鍵詞：同儕關係、防禦動機、師生關係、旁觀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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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全球範圍內，學校霸凌問題持續受到關注。根據2020年聯合國機構的報告，超
過246萬兒童在學校中遭受暴力、霸凌和歧視（Human Rights Watch, 2020）。臺灣的
情況也令人關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2023）的調查指出，有
23.6%的國中生曾經遭遇霸凌。這些統計數據突顯了學校霸凌在全球和臺灣的普遍
性，以及迫切需要採取有效的預防和干預措施。

霸凌行為通常被定義為一種故意且反覆的侵略行為，目的是在身體、心理或社交

層面對他人造成傷害，並常伴隨著權力不對等的情況（Human Rights Watch, 2020）。
霸凌的後果可能極為嚴重，包括對受害者造成長期的心理健康問題，甚至導致自殺

（Halliday et al., 2021; Salmivalli & Peets, 2018）。不論國內和國外研究皆表明，旁觀
者的介入對於減少霸凌事件具有關鍵作用，當旁觀者選擇助勢或默不出聲，可能會加

劇霸凌情況（陳利銘，2013；Thornberg et al., 2018）。旁觀者的行動，無論是透過報
告還是直接干預，都能有效降低霸凌的發生率（Thornberg & Jungert, 2013; Thornberg 
et al., 2018）。因此，加強對旁觀者的教育和鼓勵其積極介入，對於保護學生的安全
和健康至關重要。

在教育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領域，旁觀者介入霸凌事件的動機一直是研究的重

點。根據社會生態模式（social-ecological model）（Espelage, 2014），人類行為受環
境的多層次系統所影響，個人特質與環境的脈絡互動，可能提升或避免霸凌事件的發

生。學校的老師和同儕係屬於生態系統中的微系統（microsystem），對個體影響最為
直接與顯著（Espelage, 2014）。已有的研究顯示，學校環境中的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
顯著影響旁觀者的行為（Jungert et al., 2016）。例如，瑞典的一項研究發現，與教師
建立良好關係的學生更可能介入霸凌事件，而關係較差的學生則傾向於成為旁觀者

（Sjögren et al., 2021）。這些發現強調了建立積極的師生和同儕關係在減少霸凌事件
中的重要性。

依附理論主要探討個體與早期照顧者的情感聯繫如何影響後續的人際關係

（Bowlby, 1969）。當學生進入學校環境後，透過師生互動和同儕互動建立安全的信
任關係，這種關係在霸凌事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Sjögren等人（2021）指出，當學生
與教師建立安全的情感聯繫時，能夠提升自信和同理心，從而增加旁觀者介入的意

願。積極的同儕關係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使學生願意挺身幫助受害者；相

反，消極的同儕關係可能導致學生被社會孤立，甚至增加霸凌行為的風險。社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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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強調個體透過觀察他人的行為，產生認知和情感，然
後模仿他人行為，社會化代理人因而對行為塑造起核心作用（Bandura, 2002a）。老
師是學生在學校的社會化代理人，學生透過觀察師長處理霸凌行為，瞭解師長的反霸

凌態度，作為未來目睹霸凌的旁觀者行為參考；學生觀察同儕對霸凌的支持態度，引

發正、負向信念，影響未來的旁觀者行為（Wachs et al., 2020）。本研究擬從依附理
論與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探討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對旁觀者行為之影響，此為研究

動機一。

另外，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強調自主性（autonomy）、
勝任力（competence）和關聯性（relatedness）三種基本心理需求。當這些需求得到
滿足時，個體會展現出更高的內在動機（Deci & Ryan, 2000）。旁觀者的動機也被證
明在他們的介入霸凌意願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自主動機是個人從內在產生的動力和

興趣，驅使他們主動參與活動，尋求自主性和成就感。外在動機則是為了外在的獎勵

或避免負面後果而參與活動，缺乏內在滿足感（Deci & Ryan, 2000）。應用在霸凌的
情境上，外在動機係指可以得到他人的口頭稱讚或實質獎勵而願意去幫助被霸凌者

（Thornberg et al., 2023），而自主動機則從阻止加害者、並保護被霸凌者的行動中獲
得內在滿足（Deci & Ryan, 2000; Thornberg & Wänström, 2018）。由此可見，探討旁觀
者在目睹霸凌時可能受何種動機影響，將有助理解其行為背後的心理機制。本研究擬

瞭解高中生旁觀者究竟從事助人行為時，動機 源於內在因素，如：價值觀念；抑或

外在因素，如：渴望得到同學的讚美，此為研究動機二。

此外，Jungert等人（2016）的研究發現，教師自主支持能夠預測學生的自主動
機，而自主動機又能預測學生的介入行為。因此，本研究提出一個中介模式，探討師

生關係和同儕關係如何透過自主與外在動機的中介作用與旁觀者行為相互關聯。這一

模式的驗證將有助於深入瞭解旁觀者介入霸凌行為的心理機制，並為推動有效的校園

霸凌防治工作提供實證依據，此為研究動機三。

過去研究探討人際關係對霸凌事件角色的影響，大多集中在探討同儕關係、依

附，或情感與實質支持對霸凌者或受害者的影響（Balan et al., 2018; Charalampous et 
al., 2019; Flaspohler et al., 2009; Gao et al., 2023; Perren & Alsaker, 2006; Perren & 
Hornung, 2005; Thornberg et al., 2018），對於同儕依附關係對旁觀者影響的研究較
少，且多以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劉正杰、董旭英，2018；Murphy et al., 2017）。此
外，針對師生關係對旁觀者影響的研究也集中在國中或國小學生（Iotti et al., 2020; 
Jungert, Holm et al., 2021; Longobardi et al., 2018; Sjögren et al., 2021），或探討其對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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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受害者的影響（Marengo et al., 2021; Wachs et al., 2020）。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高
中職學生，探討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對旁觀者行為的影響。

其次，國外已有研究將自我決定論應用於探討旁觀者行為（Jungert et al., 2016; 
Jungert, Holm et al., 2021），然而臺灣尚無此類的應用。因此，本研究旨在瞭解該理
論在臺灣高中職學校環境中的霸凌旁觀者情境下的適用性，以填補此領域的研究缺

口。

基於依附理論、社會認知理論及自我決定論等三大理論，本研究深入剖析師生及

同儕關係對學生旁觀者行為的影響，揭示這些關係如何透過塑造學生的安全感及歸屬

感來中介其介入行為，為後續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貳、文獻探討

一、霸凌旁觀者行為

旁觀者行為是指在同儕霸凌情境中，第三者目睹霸凌事件時所表現的行為反應。

這些行為反應可分為四類：助紂為虐者（assistants）、附和者（reinforcers）、被害者
的捍衛者（defenders）及袖手旁觀者（outsiders）（Salmivalli, 2010）。助紂為虐者會
鼓勵或幫助霸凌者，甚至加入霸凌行為。附和者則會鼓勵加害者的行為，可能對被害

者進行嘲笑或揶揄；捍衛者會幫助被害者，或至少表示關注和同情；袖手旁觀者則在

目睹霸凌事件時選擇不干預或不參與（Salmivalli, 2010; Sjögren et al., 2021），袖手旁
觀者因害怕被同儕排擠而不願協助受凌者，因為選擇與受凌者站在一起，可能失去原

有同儕團體的支持（杜淑芬等人，2021；陳利銘，2013）。
這與臺灣學生重視同儕關係、害怕被排斥或孤立，以及同儕間的團體凝聚力有關

（何文馨，2010）。助紂為虐者和附和者都與霸凌者站在同一陣線，但行為和目的有
所不同。前者通常是霸凌者的朋友或追隨者，為了獲得認可而攻擊被霸凌者

（Salmivalli, 2010）；後者則出於好奇、刺激或群體壓力，以言語或肢體贊同霸凌
者，致使被霸凌者孤立無援（Salmivalli, 2010）。
近五年來，臺灣有關霸凌旁觀者的研究主要將其分為防禦者、助長者和局外人

（劉正杰、董旭英，2018；賴怡君、程景琳，2020）。少數未出版的研究將旁觀者分
為協助霸凌者行為、強化霸凌者行為、捍衛受害者行為和安慰受害者行為（賴俐安，

2020）。一般學生難以區分這些角色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將兩種與霸凌者站在同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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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角色整合為助長者角色（pro-bullying roles），並加上保護被害者的捍衛者
（defenders）和袖手旁觀者（outsiders），總共分為三種旁觀者角色。
旁觀者通常占霸凌情境中最大的比例，而且他們對於霸凌事件的反應會直接影響

施暴者和被霸凌者（Padgett & Notar, 2013; Song & Oh, 2017）。研究發現，旁觀者的
行為與同儕霸凌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有關（Sjögren et al., 2021）。防禦者會嘗試阻止霸
凌行為，可能直接介入或告知老師等成年人。他們的行動有助於減少霸凌事件並提供

受害者心理支持。被動旁觀者則選擇不介入，可能認為這與自己無關或擔心報復，從

而加劇霸凌行為的持續發生（Campbell et al., 2023）。

二、介入動機與旁觀者行為

在校園霸凌情境下，旁觀者介入動機是影響學生幫助受害者的重要因素

（Longobardi et al., 2020）。根據自我決定論，人類有自主、勝任感和與他人建立關
係的心理需求。當這些需求得到滿足時，人們會表現出更高的自主動機，也就是出於

興趣和滿足感而參與某種活動。反之，當這些需求受到挫折時，人們會表現出更低的

自主動機，並且依賴外在的獎勵或懲罰來調節自己的行為（Jungert, Karataş et al., 
2021; Ryan & Deci, 2000）。Deci與Ryan（2000）發現，外部控制因素，例如：獎勵，
會降低人們的自主動機和表現，但當人們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支持，例如：正向回

饋，會增強自主動機；而自主選擇的感覺會提高人們的動力和滿足感，並改善任務成

果（Deci & Ryan, 2012; Ryan & Deci, 2000）。
根據自我決定論，動機可以分為無動機（amotivation）、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 ion）、內攝動機（int rojected motivat ion）和自主動機（autonomous 
motivation），這些動機類型代表了個人行為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和規範性（Deci & 
Ryan, 2000）。無動機是指個人缺乏任何動機，不認同任何行為的價值或結果，感到
無助或無望（Deci & Ryan, 2012; Opdenakker et al., 2012; Ryan & Deci, 2000; Thornberg 
et al., 2023）。外在動機是指個人是受到外在的誘因或壓力而去從事該活動，並不真
正享受或認同該活動，屬於低度的自主性（Deci & Ryan, 2012; Ryan & Deci, 2000）。
具有外在動機的學生，通常是為了從他人那裡獲得獎勵而致力於完成任務 
（Macabudbud et al., 2009; Ryan & Deci, 2020）。除了無動機外，外在動機是自主性程
度最低的動機（Thornberg et al., 2023）。內攝動機是指個人將外在的動機內化，認同
該行為的價值或目的，並將其與自己的信念或目標相一致，屬於中等的自主性（Deci 
& Ryan, 2000; Thornberg et al., 2023）。自主動機是指個體出於內在的興趣和樂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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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地參與某種活動，並從中獲得意義和自我表達。這是人類的一種本質特徵，也是影

響個體行為的重要因素（Deci & Ryan, 2012; Ryan & Deci, 2000）。自主動機包含兩種
形式，認同調節是指個體接受行為的價值，而整合調節是指個體將行為的價值與自己

的核心興趣和價值相協調（Ryan & Deci, 2008; Ryan & Deci, 2017）。自主動機對於個
體的持續性、表現和利他行為有正面的影響，這意味著當個體因為享受活動本身而有

動機時，他們會更努力、更成功，也更關心他人（Ryan & Deci, 2017; Weinstein & 
Ryan, 2010）。當學生有自主動機時，他們會因為內心真正想要幫助被霸凌者而行
動。這種內在的驅動力讓他們更可能站出來捍衛被霸凌者，並且不會支持霸凌行為

（Thornberg et al., 2023）。
Jungert等人（2016）參考他人的動機量表，設計一份給青少年使用的助人防禦量

表。原先設計有外在、內攝、認可和自主四種模型的助人防禦動機，然而量表的分析

結果顯示，內攝動機和認可動機無法區分為兩個因素，最後決定排除內攝動機，採用

自主動機和外在動機的二因素模型。因此，本研究擬直接採用Jungert動機量表中的自
主動機和外在動機。外在動機是指個體因為受到外部的獎勵或懲罰，而被迫從事不真

正享受或認同的活動，這種活動屬於低度的自主性，也是最低程度的自我決定（Deci 
& Ryan, 2012; Ryan & Deci, 2000, 2017）。具有外在動機的學生會服從於外部的要求或
壓力，例如：同儕壓力或師長的期待等，並為了避免負面的後果或獲得正面的結果而

努力完成任務（Jungert, Holm et al., 2021; Jungert, Karataş et al., 2021; Macabudbud et al., 
2009），例如，當學生被問到為什麼他們會幫助受到霸凌的同學時，具有外在動機的
學生會回答：「因為我想得到老師的獎賞」、「因為我想讓自己受到同學的歡迎」或

「因為我怕不幫忙會有麻煩」；而具有自主動機的學生會回答：「因為我喜歡幫助別

人」、「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或「因為這符合我的價值觀」。這些回答反

映了學生對於自己行為的認同和整合，也就是自主動機的兩種形式。相比之下，外在

動機對於個體的持續性、表現和利他行為等方面的正向效果，不如自主動機（Ryan & 
Deci, 2008, 2017）。
綜上所述，學生介入霸凌行為的動機可分為自主和外在兩種。自主動機源於學生

的同理心、自我效能和道德判斷，使他們成為防禦者，幫助被霸凌者。外在動機則受

到被報復的恐懼、友誼的需求和社會規範的影響，使他們成為局外者或助長者，忽視

或加劇霸凌情況。此外，學生與霸凌者或被霸凌者的關係也是一種外在動機，可能影

響他們的行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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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與介入動機

在學校場域中，教師和同儕都扮演著有影響力的社會代理人角色（Liu et al., 
2022）。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被視為是學校中最重要的兩種人際關係（Thornberg et 
al., 2018）。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師生關係對學生的認知、行為和道德發展有重要影
響（Bandura, 2002b）。教師透過語言和非語言訊息對學生傳達出支持、尊重和關懷
等正面情緒，這對於促進學生情緒調控能力的發展至關重要（Ansari et al., 2020; 
Jennings & Greenberg, 2009）。另外，同儕關係則是一種具有平行的友誼關係，同儕
之間的支持和合作能夠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助人行為（Wentzel et al., 2010）。不
僅如此，從依附關係來說，青春期的孩子開始尋求從主要照顧者那裡獨立，在學校與

老師和同儕建立安全、信任的關係（Charalampous et al., 2019）。這兩種關係具有情
緒與實質幫助支持，因此對學生的個人和社會發展都有重要意義（賀欣音、郭丁熒，

2012；Hendrickx et al., 2022）。接下來將分別探討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對於介入霸凌
動機的影響。

（一）師生關係

Maulana等人（2011）研究了教師與學生互動的親和性和權威性，發現這兩個維
度顯著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與自主動機呈正向關聯。Raufelder等人（2016）指
出，當學生認為老師是合作且友善的夥伴時，他們更傾向於從自主動機出發，從事符

合個人興趣和價值觀的活動，並設定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目標。當學生與教師之間建

立了安全且信任的關係時，學生感到支持和理解，這有助於他們發展出更好的情緒調

節能力和社交技能，並增強同理心，從而減少參與霸凌行為的可能性（Charalampous 
et al., 2019），而且還可能成為霸凌的防禦者（Cui & To, 2021）。相反地，衝突的師
生關係會讓學生感到被忽視或不被公平對待，進而增加他們參與霸凌行為的機率

（Longobardi et al., 2018）。這種自主動機可以促進學生的自主性、自我效能和學業
表現（Ryan & Deci, 2000; Schunk & Zimmerman, 2007）。Caleon等人（2016）在新加
坡的教育背景下驗證了這一理論，發現教師的自主支持與學生的課堂參與呈現顯著的

正相關，而課堂參與是自主動機的一種重要指標（Opdenakker et al., 2012）。
臺灣學校向來重視師生之間的良好關係，學生可能會受到老師的期望和影響而選

擇介入或不介入霸凌事件。李佩珊與謝百淇（2020）的研究發現，師生關係對高中生
的偏見察覺力和旁觀者介入知能有顯著影響。良好的師生關係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

解和處理偏見，從而提高他們在霸凌情境中作為旁觀者的介入能力。根據自我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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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 Deci, 1998），教師提供的自主支持可以增強學生的自主動機，從而提高
學生的學習效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與學生關係品質對學生防禦動機的影響，特別是存在霸凌問

題的學校環境中。一般而言，良好的師生關係會促進學生的自主動機，使他們更願意

保護被霸凌者，而不受外部獎懲的影響（Jungert, Holm et al., 2021; Longobardi et al., 
2018）。先前研究中，Maulana等人（2011）發現教師與學生關係和學生的自主動機
呈現正相關，但與內攝動機和外在動機則無顯著關聯，甚至呈負相關。同樣

地，Rigby與Bagshaw（2003）發現，當學生感受到教師願意且能夠提供支援時，他們
較不傾向以報復行為回應霸凌事件，也較不傾向對同學產生攻擊或不友善的行為。此

外，Flaspohler等人（2009）發現，學生若感受到教師的關心和支持，與教師建立良
好關係，則較不會選擇無助或侵略的防禦策略。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師生關係如何影

響學生防禦動機，並期望對教育實務提供有益的建議。

（二）同儕關係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青少年有友誼歸屬的需求，因此更重視同儕間的互動和

支持（Fujiyama et al., 2021; McLeod, 2007）。同儕關係品質反映了同學之間的互動和
關係的水準和性質，包含：同學之間的友好程度、相互扶持、共同興趣和協同合作，

以及處理衝突和問題的技巧（Perren & Alsaker, 2006; Perren & Hornung, 2005）。同儕
關係品質對於被霸凌者和霸凌者的學習動機和行為有顯著的影響，支持性同儕關係有

助於降低霸凌受害的發生率，並能透過緩衝機制減輕受害者所經歷的心理困擾，進而

減少整體霸凌經驗的負面影響（Healy & Sanders, 2018）。良好的同儕關係能幫助學
生建立安全且信任的關係，發展出穩固而親密的友誼，獲得同儕的支援和關懷，並且

擁有解決衝突和合作的能力，進而更可能成為防禦者，保護被霸凌者（劉正杰、董旭

英，2018；Murphy et al., 2017; Padgett & Notar, 2013）；相對地，與同儕關係不好的
學生，可能因感到敵對和憤怒，而更容易遭到霸凌（Balan et al., 2018），或成為局外
者（劉正杰、董旭英，2018）。同儕關係品質差的學生容易面臨同儕的排斥、孤立和
敵意，產生負面的情感和認知反應，例如：焦慮、抑鬱、自卑和無助感，進而降低學

生的學習動機和成就感，增加學生受到霸凌或參與霸凌的可能性 （Coyle et al., 2021; 
Perren & Alsaker, 2006; Perren & Hornung, 2005）。

Beiswenger與Grolnick（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良好的同儕關係與自主動機有
正向的關聯，表示當青少年與同儕的互動良好時，他們更有動機從事自己感興趣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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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活動。相反地，同儕關係與內攝動機有負向的關係，表示與同儕的互動和關係越

好，越沒有動機從事對社會有貢獻的活動。根據陳利銘（2013）的研究，學生可能因
為遵循同儕群體的規範而選擇不介入霸凌事件，這種袖手旁觀的行為反映了同儕文化

中的一種不成文的規則。在這種文化影響下，保持沉默成為學生適應同儕社交環境的

一種策略。杜淑芬等人（2021）的研究指出，國中生在面對關係霸凌時，常會擔心自
己也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因此缺乏自主動機去幫助受害者。此外，先前的研究也發

現同儕關係與自主動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表示被同儕群體接納和喜愛的學生更有自

主學習的動機和能力；相反地，被同儕群體排擠的學生可能會失去學習的自信和動機

（Kingery et al., 2011; Martin & Dowson, 2009; Ryan, 2001）。另有研究指出，良好的同
儕關係會促進學生的外在動機，使其更願意符合同儕的期待，但這不一定會讓他們幫

助被霸凌者（Thornberg et al., 2012）。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霸凌對學生防禦動機的影響，並分析教師與學生關係及同儕

關係在其中的作用。防禦動機包括自主動機與外在動機，前者指學生因內在興趣或價

值參與霸凌介入，後者則因外在獎勵或懲罰參與霸凌介入。根據文獻回顧，教師與學

生關係及同儕關係均能促進學生的自主動機，但目前臺灣的研究尚未充分探討學校霸

凌情境對學生防禦動機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補此研究缺口，並期望為教育實

務提供有益建議。

四、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與學生的霸凌旁觀者行為之關聯：防禦動機的中介角色

師生關係良好的學生會受到老師榜樣的正向影響，感受到來自老師的關心，進而

對被霸凌者產生利他動機，並採取支持行為，如：制止、求助或安慰被霸凌者

（Jungert et al., 2016; Jungert, Karataş et al., 2021; Walker & Jeske, 2016）。然而，有些
學生雖然與老師關係良好，卻因害怕、緊張或缺乏策略，而不敢介入幫助被霸凌者 
（Thornberg et al., 2012; Vansteenkiste et al., 2004）。也有些學生則因為道德疏離或不
喜歡被霸凌者，選擇當旁觀者或加入霸凌者的行列（Salmivalli et al., 1996; Thornberg 
et al., 2012）。這些學生可能缺乏內在的自主動機，更關注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非
他人的福祉（Marcinko, 2015; O'Moore & Kirkham, 2001; Pöyhönen et al., 2010）。另一
方面，當師生關係是衝突的時候，學生與老師的情感連結薄弱，老師的行為也無法起

到榜樣作用，且口頭的獎勵對學生缺乏吸引力，這導致學生沒有助人的意願，而成為

旁觀者（Jungert et al., 2016）。有時，學生甚至會因為感受到老師的負向期望，選擇
與同伴站在一起，成為助長者（Iotti et al., 2020; Jungert, Holm et al., 2021; Sjögr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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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基於以上的分析，本研究推論師生關係會透過學生的自主和外在動機因素，
影響他們在目睹霸凌事件時的旁觀者行為。

此外，同儕關係對學生在干預霸凌行為有重要影響，這取決於他們與被霸凌者和

加害者的關係（Iotti et al., 2020）。良好的同儕關係能激發學生的自主動機，使其成
為被霸凌者的防禦者，而不是助長霸凌行為或成為袖手旁觀的局外者（Iotti et al., 
2022; Jungert, Holm et al., 2021）。然而，與被霸凌者關係不佳的學生可能因缺乏干預
的動機而選擇成為旁觀者，或受到同儕壓力的影響而支持加害者（Thornberg et al., 
2012）。此外，為了獲得同儕認可或避免排斥，學生可能出於外在動機而助長霸凌行
為（Jungert, Karataş et al., 2021; Thornberg et al., 2012）。然而，若他們希望保持與被
霸凌者的友誼，可能會選擇成為防禦者（Jungert et al., 2016）。同樣地，同儕關係品
質也可能根據加害者在群體中的地位來影響學生的干預行為（Thornberg et a l., 
2012）。因此，本研究認為同儕關係的品質影響學生的自主動機和外在動機，進一步
影響他們對霸凌行為的干預態度和行為。

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假設師生關係及同儕關係均會對學生的防禦動機產生重要

影響。過去研究指出，青春期學生因叛逆心理增加而易與教師衝突，導致師生關係惡

化。此外，青少年在青春期尋求同儕認同的需求亦相當重要，因此他們會投入更多時

間與價值相似的同儕關係（Liu et al., 2022）。高中生處於後青春期階段，更重視同儕
關係而非師生關係。當他們目睹霸凌事件時，會考慮同儕關係與師生關係的影響，進

而做出干預與否的決定。這些決策亦受自主與外在動機的影響，進一步影響旁觀者的

行為。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當學生目睹霸凌時，師生和同儕關係會分別透過學生的動機

對旁觀者行為產生進一步影響。因此，本研究旨在將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同時納入分

析模型中，探討這兩種人際關係如何透過學生的自主動機與外在動機，對其霸凌旁觀

者行為產生中介效果。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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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母群以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成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本研究預試樣

本共寄250份問卷，回收227份問卷，扣除1份無效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26份，有效問
卷回收率90.4%。預試樣本共有五所高中職參與，北部有一所學校，占全體學生
34.8%；其餘四所學校都在中部，占全體學生65.2%。預試樣本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與信度分析。
正式樣本共計發500份問卷，回收478份問卷，扣除30份無效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44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89.6%。正式樣本共有五所高中職參與，嘉義市有一所主流高
職學校，占全體學生16.9%；其餘四所學校，一所是新竹市的主流高職，占全體學生
18.6%，另外三所學校都在苗栗縣，兩所社區型高中和一所醫護型五專學校占全體學
生64.5%。

448位學生中，男生與女生的百分比分別是50.9%和49.1%，平均年紀是16.89歲
（SD  = 1.032）。正式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與
中介效果模式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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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一）師生關係量表

本研究修訂Cemalcilar（2010）所編的學校社會環境氣氛量表中的師生關係量
表，和Peetsma等人（2002）所編的學校幸福感問卷中的師生關係量表，前者有9題，
後者5題，總共有14題。依照題目敘述將語句分為正向題與反向題。其中1、2、3、
4、6、7、9、10、11、12、13、14為正向題，5、8為反向題。正向敘述題目，如
「1.我們的導師信任我們」、「7.在課堂上我們可以很輕鬆地表達我們的想法或意
見」和「13.我可以跟導師訴說我的煩惱」等。其中有兩道反向敘述題，分別是「5.我
們的導師會嘲笑我們」和「8.導師會毫無理由的懲戒我們」。考慮到國際間高中教育
制度的差異，特別是國外高中缺乏導師制度而國內高中職則設有導師制度並與學生互

動頻繁，本研究將量表中所有提及「老師」的項目改為「導師」，以更準確地反映國

內教育環境。本研究採Likert量表五點量尺計分，在計分標準上「非常不同意」為1
分、「不同意」2分、「有點同意」3分、「同意」4分及「非常同意」5分。對於反向
題目，計分方式相反，即分數越高，表示師生關係越正向；分數越低，則表示師生關

係越負向。

預試階段抽取226位年齡為15到18歲的高中學生進行施測，回收後的資料進行項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以檢證量表之信效度。項目分析採內部一致性的

分析方式，將項目與構面相關係數低於.4的題目刪除，例如： 「我們的導師會嘲笑我
們」、「導師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和「導師很瞭解我」等。總共刪除5個題項，剩餘
的9題進行正式調查。抽取448位高中學生進行施測，並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的
統計結果發現模式適配度為 χ 2

(26) = 101.22，p  < .001，CFI = .97，SRMR = .08，RMSEA 
= .03，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為.93。

（二）同儕關係量表

本研究修訂Cemalcilar（2010）所編的學校社會環境氣氛量表中的同儕關係量表
和Peetsma等人（2002）所編的學校幸福感問卷中的同儕關係量表，前者有4題，後者
有3題，總共有7題。根據題目敘述性質被分為正向和反向兩類。正向題目共有6題，
例如：「我跟同班同學關係緊密」、「我可以向同班同學分享我遇到的困難」。反向

題目有1題，如：「我在班上覺得很孤單」。本研究採用Likert五點量表進行計分，其
中「非常不同意」記為1分、「不同意」記為2分、「有點同意」記為3分、「同意」
記為4分，以及「非常同意」記為5分。對於反向題目，計分方式相反，即分數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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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同儕關係越正向；分數越低，則表示同儕關係越負向。

預試階段抽取226位年齡為15到18歲的高中學生進行施測，回收後的資料進行項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以檢證量表建構效度。項目分析採內部一致性的

分析方式，所有項目與構面相關係數都高於.4，因此保留所有題項。接下來以正式樣
本抽取448位高中學生進行施測，並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統計結果發現模式適配度
為 χ 2

(14) = 40.91，p  < .001，CFI = .98，SRMR = .07，RMSEA = .02，全量表的內部一致
性Cronbach's α係數為.78。

（三）自主與外在動機量表

本研究修訂Jungert等人（2016）為檢驗青少年在目睹霸凌事件時的動機，所編防
禦動機量表中的自主動機和外在動機兩個分量表，作為本研究的自主動機（有3題）
和外在動機（有3題）。題目一開始先讓受試者回想在學校中曾看到一名學生被一個
或多個學生欺負的情況（例如：被嘲弄、嘲笑、威脅、毆打或排斥），並思考自己

「為什麼會幫助受霸凌的人？」對其自主與外在動機進行評分。自主動機有3題，分
別是「因為我喜歡幫助別人」、「因為我認為幫助被霸凌的人很重要」和「因為我是

那種會關心別人的人」；外在動機有3題，分別是「為得到老師的獎賞」、「讓自己
變得受同學歡迎」和「因為如果我不幫忙，會惹上麻煩」。本量表採Likert量表五點
量尺計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有點同意，4代表同意，5代表非
常同意，自主動機分量表的分數越高代表學生幫助受霸凌者的自主動機越強；外在動

機分量表的分數越高代表學生幫助受霸凌者的外在動機越強。

預試階段抽取226位年齡為15到18歲的高中學生進行施測，回收後的資料進行項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以檢證量表建構效度。項目分析採內部一致性的

分析方式，所有項目與構面相關係數都高於.4，因此保留所有題項。接下來以正式樣
本抽取448位高中學生進行施測，並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的統計結果發現模式
適配度為 χ 2

(8) = 33.22，p  < .001，CFI = .97，SRMR = .04，RMSEA = .08。自主動機的
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為.82，外在動機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為.71。

（四）旁觀者行為量表

本研究修訂Gini等人（2015）所編製「攻擊事件中的行為表現量表」，其中的防
禦行為和局外者行為兩個分量表，以及Thornberg與Junger（2013）測量當學生目睹霸
凌時採取的助長者行為分量表，以上每個分量表各有4題，總共有12題進行預試。防
禦者行為分量表的題目，例如：「我會為受到威脅的同學伸出援手」和「我會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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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謠言攻擊的同學提供支持」；局外者行為分量表，例如：「當我聽到其他學生的謠

言時，我只管自己的事」和「如果我知道有人被排擠，我會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

生」；助長者行為分量表，例如：「我會站在霸凌者的一邊，參與霸凌的行為」和

「我會為那些戲弄同學的霸凌者歡呼」。

本量表採Likert量表五點量尺計分，1代表從不，2代表很少，3代表有時，4代表
經常，5代表總是。學生的防禦行為分量表總分越高代表學生目睹霸凌時，防禦行為
表現越好；學生的局外者行為分量表總分越高代表學生目睹霸凌時，表現出局外者的

行為越明顯；學生的助長者行為分量表越高代表學生目睹霸凌時，表現出助長者的行

為越明顯。

預試階段抽取226位年齡為15到18歲的高中學生進行施測，回收後的資料進行項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以檢證量表建構效度。助長者行為分量表與防禦

者行為分量表，各有一題出現交叉負荷量，因此刪除，分別是「我在旁觀看欺凌事

件，因為我覺很有趣」和「我會幫助或安慰那些被班上排擠的同學」。防禦行為分量

表剩下3題，局外者行為分量表有4題，助長者行為分量表剩下3題，總共有10題。接
下來以448名有效樣本檢定量表之信效度，CFA的適配度考驗結果為 χ 2

(32) = 82.54，p  < 
.01，CFI = .97，SRMR = .04，RMSEA = .06，顯示模式具有良好適配。量表所測得之
內部一致性信度，防禦行為之Cronbach's α係數為.79，局外者行為之Cronbach's α係數
為.78，助長者之Cronbach's α係數為.84，具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

四、研究程序

在進行高中職學生問卷調查前，研究者已明確研究主題與目的，擬定研究問題與

假設，選擇合適的方法並設計問卷。研究者並準備完整的倫理審查申請文件，包括研

究計畫書、問卷內容和知情同意書，提交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

會審查。獲得批准後，開始資料蒐集。

問卷施測前，已獲得校長或輔導主任及班級導師的同意，並對導師進行施測訓

練，涵蓋施測目的、流程、研究倫理和保密性。取得學生及家長的知情同意後，進行

問卷施測，以保障研究的誠信與品質。

五、資料分析

在進行統計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利用SPSS軟體執行Litt le的完全隨機缺失
（Little's 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Little's MCAR）測試，以驗證預試數據是否符
合隨機缺失的假設。結果顯示 χ 2

(145) = 156.76，p  > .05，這表明數據的缺失模式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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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缺失。隨後，進行遺漏值百分比分析，發現遺漏觀察值的比例為1.76%，低於5%
的可接受閾值，因此決定不對遺漏值進行插補（Tabachnick et al., 2019）。在對正式
數據進行相同的前提檢驗過程中，Little's MCAR測試結果為 χ 2

(197) = 241.56，p  > .05，同
樣指示數據的缺失模式為完全隨機缺失。進一步的遺漏值百分比分析顯示，遺漏觀察

值的比例為5.34%，這暗示了一定程度的數據缺失。考慮到本研究將採用結構方程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分析，並計劃使用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方法來估計模型參數。鑑於MLE方法能夠有
效處理數據缺失問題，本研究選擇不對缺失值進行插補（Enders & Banda los, 
2001）。本研究使用Mplus V6進行潛在變項的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每一個潛在變項均
以題數作為觀察指標。本研究採取下列指標作為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評鑑，卡方考驗值

（χ 2）、比較適配指標（c o m p a r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  C F I）、標準化均方根殘差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和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並根據Hu與Bentler（1999）建議CFI大於
.90、SRMR小於.08、RMSEA小於.08。採用ML法估計參數，並用拔靴法檢定中介效
果（Beran, 1992; Preacher & Hayes, 2008）。我們對樣本重複抽樣5,000次，並用拔靴
法方法計算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信賴區間不包含 0者，表示有中介效果
（Mackinnon, 2008）。

肆、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共計七個測量變項：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自主動機、外在動機和助長

者、防禦者、局外者三種旁觀者行為，各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係數，如

表1所示。變項之間的關係顯示，助長行為與師生關係（r  = -.17，p  < .05）、同儕關
係（r  = -.15，p  < .01）和自主動機（r  = -.10，p  < .05）呈現低度負相關，而防禦行為
與自主動機（r  = .42，p  < .01）呈現中度相關和防禦行為與外在動機（r  = .14，p  < 
.01）呈現低度正相關。局外者的行為與師生關係（r  = -.12，p  < .05）呈現低度負相關
和局外者的行為與同儕關係（r  = -.17，p  < .01）呈現低度負相關，但局外者的行為與
自主動機（r  = .37，p  < .01）呈現中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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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大多數變項的相關幾乎介於低度到中度相關，只有少數變項之間沒有

關聯性，例如：師生關係與外在動機（r  = -.02）、師生關係與防禦行為（r  = .08）、
同儕關係與外在動機（r  = .00）和外在動機和局外者（r  = .04）。
這些結果表明，正向的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與較低的助長霸凌行為和較低的局外

者行為有關。此外，自主動機與正向師生／同儕關係和防禦行為呈現正相關，而外在

動機與這些變數沒有關係。最後，局外者行為與教師和同儕關係的關係較小，但與自

主動機的關係較強。

表1
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係數（N  = 448）

平均數 標準差
師生

關係

同儕

關係

自主

動機

外在

動機
助長者 防禦者 局外者

師生

關係
3.62 0.74

同儕

關係
3.64 0.76 .32**

自主

動機
3.47 0.78 .31** .37**

外在

動機
2.13 0.80 -.02 .00 .13**

助長者 1.42 0.57 -.17** -.15** -.10* .31**

防禦者 2.98 0.87 .08 .08 .42** .14** .04
局外者 2.39 0.80 -.12* -.17** -.35** .04 .37** -.25**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同儕關係、師生關係與霸凌旁觀者之關聯：自主與外在動機的中介角色

接下來採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與自主與外在動機和三種霸凌

旁觀者行為的線性結構關係。依據所設定的模型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分析結果顯

示模型具有不錯的適合度， χ 2
(262) = 562.24，p  < .001，CFI = .95，RMSEA = .05，SRMR 

= .06。由表2和圖2師生同儕關係、動機與旁觀者行為之路徑係數摘要與95%信賴區間
表，並可知師生關係透過學生的自主動機，與助長者行為有負向關聯（b  = -0.02，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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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5% CI [-0.05, -0.01]）；同儕關係亦透過學生的自主動機，與助長者行為產生
負向關聯（b  = -0.06，SE  = 0.02，95% CI [-0.10, -0.03]）。此顯示當學生與老師和同儕
都有正向關係時，能感受到在學校所獲得的正向情感支持，並有較高的自主動機，所

以比較不傾向去助長霸凌的行為，但是同儕關係的重要性大於師生關係。另外，師生

關係會透過學生的自主動機，進一步與學生的防禦行為有正向關聯（b  = 0.07，SE  = 
0.03，95% CI [0.03, 0.13]）；同儕關係也會透過學生的自主動機，進一步與學生的防
禦行為有正向關聯（b  = 0.19，SE  = 0.04，95% CI [0.14, 0.27]）；同樣地，同儕關係的
重要性大於師生關係。除此之外，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亦都會透過學生的自主動機，

進一步與局外者行為有負向關聯（師生關係，b  = -0.07，SE  = 0.03，95% CI [-0.13, 
-0.03]；同儕關係，b  = -0.18，SE  = 0.04，95% CI [-0.25, -0.14]）。如前所述，兩種旁
觀者行為中，同儕關係的影響係數大於師生關係，且與學生的局外者行為呈負相關。

這兩種關係均正向影響學生的自主動機，而這種內在動機使他們更有可能避免成為局

外者。

外在動機皆無中介師生關係與旁觀者行為及同儕關係與旁觀者行為，由表2之路
徑係數摘要與95%信賴區間表，學生的外在動機未中介師生關係與助長者行為之間的
關係（b  = -0.02，SE  = 0.02，95% CI [-0.06, 0.01]）；學生的外在動機未中介同儕關係
與助長者行為之間的關係（b  = 0.01，SE  = 0.01，95% CI [-0.03, 0.05]）。學生的外在
動機未中介師生關係與防禦者行為之間的關係（b  = -0.01，SE  = 0.01， 95% CI [-0.04, 
0.01]）。學生的外在動機未中介師生關係與局外者行為之間的關係（b  = -0.01，SE  = 
0.01，95% CI [-0.04, 0.01]）；學生的外在動機也未中介同儕關係與局外者行為之間的
關係（b  = 0.01，SE  = 0.01，95% CI [-0.01, 0.03]）。綜上所述可知，不論同儕關係或
師生關係都未透過學生的外在動機，進一步與上述的三種旁觀者行為有所關聯。

效果值方面，防禦者的R 2為.263，p  < .0001；局外者R 2為.227，p  = .001；助長者
的R 2為.171，p  = .001。上述結果代表直接路徑和間接路徑分別解釋防禦者變項26.3%
的解釋變異量；局外者變項22.7%的解釋變異量；助長者變項17.1%的解釋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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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自主動機與外在動機作為中介時，師生同儕關係、動機與旁觀者行為之直接效果與中

介效果比較表

路徑 估計值 標準誤 z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直接效果
師生
關係

→ 助長
者 -0.07 0.03 -2.13* -0.08 -0.01

師生
關係

→ 防禦
者 0.07 0.03 1.99* 0.01 0.12

師生
關係

→ 局外
者 -0.09 0.03 -2.65* -0.14 -0.03

同儕
關係

→ 助長
者 -0.07 0.03 -1.99* -0.10 -0.01

同儕
關係

→ 防禦
者 0.19 0.04 4.85** 0.14 0.27

同儕
關係

→ 局外
者 -0.19 0.01 -5.47** -0.25 -0.12

間接效果
師生
關係

→ 自主
動機

→ 助長
者 -0.02 0.01 -1.86* -0.05 -0.01

師生
關係

→ 外在
動機

→ 助長
者 -0.02 0.02 -1.11 -0.06 0.01

同儕
關係

→ 自主
動機

→ 助長
者 -0.06 0.02 -2.97** -0.10 -0.03

同儕
關係

→ 外在
動機

→ 助長
者 -0.01 0.02 0.45 -0.03 0.05

師生
關係

→ 自主
動機

→ 防禦
者 0.07 0.03 2.37* 0.03 0.13

師生
關係

→ 外在
動機

→ 防禦
者 -0.01 0.01 -0.83 -0.04 0.01

同儕
關係

→ 自主
動機

→ 防禦
者 0.19 0.04 5.00*** 0.14 0.27

同儕
關係

→ 外在
動機

→ 防禦
者 0.01 0.01 0.39 -0.01 0.03

師生
關係

→ 自主
動機

→ 局外
者 -0.07 0.03 -2.21* -0.13 -0.03

師生
關係

→ 外在
動機

→ 局外
者 -0.01 0.01 -0.89 -0.04 0.01

同儕
關係

→ 自主
動機

→ 局外
者 -0.18 0.04 -4.57*** -0.25 -0.14

同儕
關係

→ 外在
動機

→ 局外
者 0.01 0.01 0.39 -0.01 0.03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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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師生同儕關係、動機與旁觀者行為中介圖

*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對高中生旁觀者防禦行為的影響，並檢驗自

主動機和外在動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結果顯示，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皆透過增強學

生的自主動機，正向促進其防禦行為，並減少助長行為和旁觀行為。特別的是，同儕

關係對自主動機的影響大於師生關係的影響，而外在動機則未顯示出顯著的中介效

果。

一、防禦動機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發現，外在動機在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對旁觀者行為的影響中並不具顯著

的中介效果。這一結果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外在動機主要依賴外部獎勵或懲罰來

驅動行為，即行為的動機源自外界的壓力、期望或社會獎懲機制，而非學生的內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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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根據自我決定論，這類外在動機屬於較低層次的自我調節形式，因為它缺乏個

人的自主性和內在驅動力（Ryan & Deci, 2020）。年齡因素在此亦扮演關鍵角色，隨
著年齡的增長，尤其在高中階段，學生對自主性的需求增強，行為選擇更傾向基於內

在動機，而不是依賴外部的獎懲來進行決策。較年幼的學生，特別是國小或國中階

段，可能更容易受老師的要求或懲罰影響，從而短暫地選擇幫助受害者，但這類行為

缺乏持久性，並未基於自主選擇（Jungert, Karataş et al., 2021）。因此，隨著年齡的增
長，外在動機的影響力逐漸減弱，高中生更多依賴內在動機進行行為選擇，這也解釋

了為何外在動機無法在此發揮顯著的中介作用。

其次，外在動機的驅動依賴明確的獎懲機制，例如：社會地位的提升、教師的讚

揚或避免同儕的排斥等（Macabudbud et al., 2009）。然而，霸凌事件發生的情境通常
是非正式且充滿社會壓力的場域，在這些場合中，外部的獎懲體系未必對所有旁觀者

具有強烈的影響力。例如，學生在面對霸凌時，往往更多考量與同儕之間的社交關係

及價值觀衝突，而非僅依賴外部獎勵或懲罰來決定是否干預霸凌行為（Newman & 
Murray, 2005）。這意味著，即便外在激勵存在，也不足以促使學生長期積極介入霸
凌事件，因為這些行為更可能受到情境中即時的社會壓力所影響。

此外，外在動機在霸凌情境中的有限性還與青少年對群體認同的需求有關。研究

表明，當個人所屬群體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往往傾向於保護群體內的成員，而非

基於普遍的道德原則保護所有人（Thornberg et al., 2023）這意味著，外在動機的作用
通常帶有選擇性，尤其在涉及群體動力時，學生可能會根據他們與霸凌者或受害者的

關係選擇干預或袖手旁觀。當群體利益與外部獎勵發生衝突時，學生更可能選擇避免

介入霸凌行為，以免自身在群體中的地位受到威脅。

總而言之，外在動機的短期性、情境依賴性和年齡增長所帶來的影響，是其無法

在本研究中發揮顯著中介效果的可能原因。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他們更加依賴內在

動機來進行行為選擇，這使得外在獎懲對他們行為的驅動力減弱。相較之下，自主動

機源自學生的內在價值觀和道德判斷，這種內在驅動力使得學生即使在沒有外部壓力

的情況下，也能持續選擇進行正向的旁觀者行為，因而具有更高的持久性和穩定性。

二、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

本研究顯示，同儕關係的中介效果係數相對較高，顯示其可能在影響學生旁觀行

為上扮演較為關鍵的角色，但本研究未進行兩者中介效果差異的統計檢定，故此結果

需保留解釋空間。此發現仍可從青春期心理與社交發展的特徵加以理解。青春期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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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身分認同與社交需求轉變的關鍵階段，青少年逐漸從對父母與教師的依附，轉向自

我主導，更加重視來自同儕的認可與歸屬感（Charalampous et al., 2019）。因此，同
儕關係作為青少年獲得情感支持與社會認同的重要來源，可能對其行為表現產生更深

層的影響。

在高中階段，同儕關係的重要性逐漸超越了師生關係（B r o w n & L a r s o n, 
2009）。青少年更傾向於從同儕中尋求支持與認同，這對於他們的自我認同和社交發
展至關重要。本研究發現，當同儕關係良好時，學生更可能受到同伴的正向影響，進

而採取積極的旁觀者行為。青少年旁觀者通常會觀察並模仿同儕的行為來獲得認可

（Campbell et al., 2023），當他們看到其他同儕積極介入霸凌時，這種行為模式進一
步促進了自主動機的發展。

相對而言，師生關係對自主動機的影響在高中階段有所弱化。隨著學生年齡增

長，他們對自主性的需求增加，並逐漸減少對教師的依賴（Deci & Ryan, 2000）。此
外，霸凌事件多數發生在教師不在場的情境下，這進一步削弱了師生關係在防禦行為

中的作用（Sjögren et al., 2021）。然而，良好的師生關係仍然能促進學生的道德發
展，幫助學生形成正向的行為選擇，特別是在早期教育階段。

總結來說，本研究結果顯示，同儕關係的影響力超越了師生關係，在青少年旁觀

者行為的形成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時，儘管外在動機在本研究中未顯示出顯著

的作用，但教師仍然應該透過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來幫助學生發展內在動機，從而

促進他們積極干預霸凌事件。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一）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將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納入旁觀者干預行為的研究，並透過

自主動機分析其影響機制。這不僅豐富了霸凌研究的理論基礎，還為學校反霸凌工作

提供了實證證據和建議。雖然有一定貢獻，但也存在一些限制，需要說明：

首先，本研究使用便利抽樣方法，此會對研究結果的普遍性產生一定的限制。便

利抽樣的主要缺點是樣本可能無法全面代表整體目標人群，從而限制了研究結果的外

部效度（Bornstein et al., 2013）。然而，由於本研究的實施條件和資源有限，因此選
擇便利抽樣。由於樣本來源於嘉義、苗栗和新竹的區域學校，研究結果在推論至其他

地區和不同類型學校時應謹慎對待。為了提升未來研究的普遍性，未來研究建議採用

隨機抽樣或分層隨機抽樣，以確保樣本能夠更廣泛地代表目標人群；可透過擴大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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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括：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學校及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以提高研究結

果的外部效度 （Creswell, 2014），並檢驗研究發現的穩定性和普遍性。
其次，本研究採用橫斷式調查設計，無法推斷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考量旁觀者

主動介入並幫助受害者是一項困難但至關重要的行為，而學校霸凌生態為長期動態發

展的結果（Gini et al., 2022; Jia et al., 2023），建議未來研究進行縱貫性探討。本研究
發現，高中職學生的同儕關係品質會透過自主動機影響防禦行為。然而，不同教育階

段對同儕關係和師生關係的重視程度不同，建議透過長期追蹤觀察這些關係的變化，

進一步探討其對自主動機和防禦行為的影響，以確定因果關係。

第三，本研究使用學生自陳問卷資料，背景變項僅包括性別和學校，缺乏學生的

社經背景資訊。然而，根據社會生態理論，微觀系統因素（如父母支持）和宏觀系統

因素（如社會和諧的文化價值觀）對霸凌旁觀者行為有綜合影響（Jia et al., 2023）。
建議未來研究納入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和價值觀等家庭背景變項，以瞭解家庭因素

對霸凌旁觀者行為的影響。

第四，本研究模型以動機為中介變項，建議未來研究可考慮將防禦自我效能

（Wu et al., 2023）、道德疏離感（Wu et al., 2023）或道德敏感度（Sjögren et al., 
2024）列為潛在中介變項，以探討這些變項在師生和同儕關係脈絡下如何進一步影響
旁觀者的防禦行為。

（二）實務建議

第一，教育工作者可以透過提升學生的自主動機，促進他們對受霸凌者的同理心

和情感支持。良好的師生和同儕關係能增強學生的自主動機，提高他們抵制和介入霸

凌行為的意願，並幫助他們發展積極的價值觀和道德判斷（陳利銘，2013）。
此外，學生渴望教師的積極關注時，可能會依賴外部條件來決定是否保護被霸凌

者，這些行為受外界獎勵、壓力等因素影響。教師的關注和反饋對學生的動機和行為

有重要影響。進一步研究需探索學生自主動機和外在動力之間的關係，這可能受學生

個性、學習目標和教師教學風格等因素影響（Iotti et al., 2020）。
第二，學校輔導活動課的老師可以設計團隊合作的課堂活動，讓學生和老師共同

參與，增強彼此瞭解和信任，建立緊密的師生關係。組織小組活動或合作項目，促進

學生之間的互動和合作，增進同儕關係。角色扮演或模擬活動能讓學生瞭解並感受他

人處境，培養同理心和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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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活動中，給予學生更多自主權，如：提供不同選項、讓學生參與活動設計

或決策等，鼓勵他們自主解決問題和制定目標，從而增強自主動機。這些建議有助於

創造支持學生成長和發展的輔導活動課環境，促進學生的情感和社交發展，提高他們

的參與度和動機。

第三，輔導諮商助人工作者應在諮商過程中使用量表或訪談技巧評估學生的師生

和同儕關係，識別影響學生心理健康和行為的關鍵因素，並制定相應的輔導計畫。在

強化學生自主動機方面，輔導過程中可幫助學生設定個人目標，鼓勵自主完成，以培

養解決問題和達成目標的能力。

在防止霸凌行為方面，輔導諮商助人工作者應提供資源和信息，教導學生應對霸

凌的技巧，如主動尋求幫助、設立界限和表達感受，並提供情緒支持和建立支持網

絡。這些建議有助於全面瞭解學生的師生和同儕關係，強化自主動機，並幫助他們成

為有效的防禦者，對學生的心理健康和行為有積極影響。

第四，輔導諮商應深入瞭解學生的社會支持系統，包括家庭、朋友和老師。在諮

商過程中，討論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尋求和提供支持，以增強學生的社會連結。教導學

生正向溝通和解決衝突的技巧，增強他們應對霸凌的能力，如：表達需求、有效溝通

和處理衝突。定期檢視輔導目標和策略，根據學生的進展和反饋進行調整，以確保輔

導的有效性。

最後，與學生共同反思行為和決策過程，幫助他們建立更有效的應對策略，促進

自我認識和成長。這有助於輔導諮商助人工作者全面關注學生的社會支持系統、正向

溝通、解決衝突和自我反思，增強社會連結、應對霸凌，並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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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delved into the intricate dynamics of how teacher–stud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bystander 

behavior in school bullying scenario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roles of intrinsic and autonomous 

motivation as potential mediating factors. This research meticulously examined the independent effects of these 

relationships on students' responses to bullying incidents and their collective impact, aiming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on of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anti-bullying programs with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y focusing on thes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aimed to uncover the subtleties of these dynamics and 

offer deeper insights into mor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design employed a comprehensive sampling strategy, whereby 227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itially recruited and the sample size was subsequently expanded to 448 participants, ensuring robust statistical 

power and representativeness. To conduct this study, four meticulously validated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were 

utilized: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cale, Peer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Autonomous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Inventory, and Bystander Behavior Evaluation Tool.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rough Mplus V6, which enabled a sophisticated examination of direct and indirect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ables. This thorough approach facilitated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cate 

dynamics at play,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independent and collective influences of teacher–stud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s on bystander behavior in school bullying situations.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nuanced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able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demonstrated a negative indirect effect on bystander behavior through intrinsic motivation while exhibiting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defender behavior, suggesting that strong teacher–student bonds may encourage active 

Students’ Relationships and Bystander Behavior in School 
Bully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fensive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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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rather than passive bystanding.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stander behavior through multiple pathways. Specifically, students embedded in supportive peer 

networks received enhanced emotional support and social recognition, which diminished their propensity to 

reinforce bullying behavior. These positive peer connections facilitated spontaneous assistance to victims and, 

consequently, reduced the likelihood of adopting a passive bystander role, further indicating the multifaceted 

benefits of fostering supportive peer environment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Interestingly, while peer relationships exhibited no mediation effect through autonomous motivation, they 

demonstrated a stronger overall influence on bystander behavior tha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he study 

found that both types of relationships were instrumental in creating a supportive school climate that actively 

discourages bullying. Peer relationships were shown to have a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on defender behavior 

through intrinsic motivation, whereas both relationship types displayed negative indirect effects on bystander 

behavior via the same mechanism. This indicated that supportive peer connections, although not mediated by 

autonomous motivatio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nfluencing students' proactive responses to bullying. This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nurturing teacher–stud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to foster a 

more empathetic and interventionist student bod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ighlight that autonomous motivation did not serve as a mediating factor between 

either type of relationship and bystander behavior, contrary to the initial hypotheses. This unexpected result 

indicates the ne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to alternative mediating mechanism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not 

only explore the role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traits, family dynamics, personal value systems, and moral 

reasoning in shaping bystander behavior but also consider the broade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s that may 

influence these interactions. Understanding these complex dynamics is crucial to provide invaluable insights for 

developing more effective anti-bullying interventions. Such comprehensive insights will ultimately help create a 

more supportive and proactiv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students are empowered to stand against 

bullying behaviors and promote a culture of empathy and respect.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foster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in educational settings. Educators should concentrate on enhancing students' autonomous motivation by 

promoting empathy and implementing emotional support programs. Building robust teacher–student bonds and 

facilitating positive peer interactions are essential strategies that can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students' capacity to 

resist and intervene in bullying situations. Furthermore,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media campaigns and 

public education initiatives can play a pivotal role in raising awareness and promoting active defense behaviors,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a reduction in bullying incidents. These coordinated efforts are indispensable in c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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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re equitable and harmonious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protects the dignity and safety of all individuals. By 

nurturing positive relational dynamics and a culture of empathy and suppor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make 

substantial strides toward mitigating bullying behaviors and ensuring a safer and more inclusive community for 

everyone.

Keywords: Bystander behavior, defensive motivation, peer relationship,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73-108_洪惠嘉、劉奕蘭、王承諺

